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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引起劳动供给条件变化的迁移成本角度，对刘易斯转折点与工资上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结论认为，具有刘易斯转折点意义的工资上升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必须是劳动力市场供求作用的结果，任何非劳动力供求因素变化本身导致的工资上涨都不代表转折点的到来；（2）必须是劳动力转移的结果，任何与劳动力转移无关的因素导致的工资上涨，都不能作为判断转折点出现的标志。由迁移成本上升导致的“补偿工资上升”与具有刘易斯转折点意义的“工资上升”并不具有同样的性质。因此，在进行工资上涨与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分析时，需要将这些引起迁移成本变化而与劳动力转移无关的因素加以分离，否则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有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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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 Costs,Wage Rise an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gration Costs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provide an in-depth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wage rise  an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gration costs. It is found that the wage rise in the sense of "Lewis Turing Point" should satisfy two conditions: (1) it is driven by the supply and demand forces in the labor maket, and (2) it is the result of labour migration itself. Compensation wage rise to cover the increasing migration costs is different in nature from the wage rise that leads to the "Lewis Turing Point". Conclusions based on undifferentiated estimation will therefore be bi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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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连续几年来蔓延的“民工荒”，以及农民工工资平行多年后的上涨，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近期不断出现的劳资纠纷事件和由此而引发的民工“加薪潮”
，更是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话题又一次推到了风口浪尖。一些研究者据此认为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出现，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形势正在逆转，劳动力过剩时代即将结束，不足时代就要来临（蔡昉，2010；蔡昉，2008；蔡昉、王美艳，2007；吴要武，2007）。但对于这种观点，很多的学者提出了质疑。相关数据显示
，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达到创新高的9.81亿，且今后10年这一数据将一直保持在9.9亿以上。如此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存量很难令人相信我国劳动力的短缺近在咫尺（Chan，2010；刘伟，2008）。而考虑到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水平依然不高，农业就业比例与产值比例的严重不对称，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率还远未达到刘易斯转折点的要求（周祝平，2009）。此外，其他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密切相关的指标，如城镇失业率、农工间的工资差距等，也不支持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足的结论（南亮进、马欣欣，2010）。

上述关于中国刘易斯转折点问题的争论，充分揭示了这样一个矛盾的现实，即一方面我国仍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另一方面用工企业却招不到工，劳动力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何以会出现这种“剩余与短缺并存”的现象？究竟该如何看待“民工荒”、工资上涨与刘易斯转折点之间的关系？是“民工荒”、工资上涨即意味着剩余劳动力已经转移完毕，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出现；还是导致工资上升还有其他原因起作用？

刘易斯转折点本质上体现的是劳动力供求紧张造成的工资上涨压力（宋世方，2009）。这在“刘易斯转折点”的理论模型中已有充分体现，也为人们所熟知和了解。但是刘易斯理论模型中暗含的外生的“其它条件”的变化实际上也会造成工资上涨的压力，这一点却并不为人们所充分认识。虽然刘易斯在文章中已略微提到了外生的人口转变因素会对可供转移的剩余劳动力资源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劳动力的供给和转折点的出现时间
，但仍然有一些“其它条件”——如迁移成本的变化——与劳动力供求紧张与否本身也并不存在直接关系，它们的变化引致的工资上涨压力，往往既不是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也不是劳动力供应减少本身的反映，更多地可能是由于迁入地的生活水平上升、劳动力的心理补偿预期提高等等这些并非是劳动力供求关系改变的因素所致，因此不是、也不应当被认为是判别“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依据。但遗憾的是，这些“其它条件”在进行“刘易斯转折点”的分析时却很容易被忽略，包括刘易斯本人，在阐述理论模型时，也往往把迁移成本假设不变，而集中关注劳动力需求曲线的变动。在这样的假定前提下，工资的上涨完全被归因于劳动需求的变化，而劳动力需求曲线向右移动所导致的工资上升也就必然伴随着经济跨过刘易斯转折点。

然而，如果我们放松了迁移成本不变的假设，就会发现，如果迁移成本发生变化，则迁移成本的上升会使劳动供给曲线整体上移，即使没有任何劳动力需求方面的变化，此时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必须上升——实际上，此时的均衡状态将表现为工资水平的上升和转移人数的下降。由此，我们会发现，在此种情况出现时，即使转移的劳动力数目一个都不增加，工资也会出现上升，因为如果迁移成本的增加不能正确地反映在工资的上涨之内的话，那么作为理性人的劳动力就不会选择转出，而会选择留在农村或是就地转移。而此时的工资上升显然与经济是否跨过刘易斯转折点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理解刘易斯转折点问题的一个关键在于对工资上升原因的把握，考察转折点出现时工资的变化时，“必须分清外生变化和内生变化”，“模型仅仅与工资的内部变化有关，它们直接起源于非资本主义部门劳动力的转移”
。内生的工资变化由劳动力的供求决定并与劳动力本身的转移有关，因而可以作为判断转折点出现的标志；而外生的工资变化则与劳动力的转移并不存在直接的关联，故不能将其理解为刘易斯转折点意义上的工资上升。

本文将从引起劳动供给条件变化的迁移成本的角度，对刘易斯转折点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行深入探讨，以迁移成本的变化为例，将刘易斯模型中暗含的假定条件进行显性分析，剖析在其它外生条件发生变化时，如何全面理解工资上涨与刘易斯转折点之间的关系。

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在第一部分的导论后，我们在第二部分对刘易斯模型进行再回顾的基础上，探讨刘易斯转折点意义上的工资上升应当满足的条件；第三部分将从劳动力市场供求角度分析造成工资上涨的可能原因以及这些原因与上述条件间存在的关系，以进一步阐明外生性的迁移成本因素在判断刘易斯转折点时的作用；第四部分则将着重从迁移成本变化的角度，例举若干证据，以说明我国当前出现的工资上涨与刘易斯转折点之间的关系；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2． 刘易斯转折点意义上的工资上升应当满足何种条件？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Lewis Willam Arthur，1915-1991）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以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为前提，构建了一个二元结构下的人口流动模型。该模型后经拉尼斯、费景汉拓展形成了含有转折区间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而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的这个时点则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但自诞生之日起，刘易斯模型便饱受争议，尤其是对于剩余劳动力的概念和生存工资长期保持不变的假定，更是充满了质疑与批评（王恒彦，2007）。刘易斯转折点本质上体现的是因劳动力供求紧张造成的工资上涨压力（宋世方，2009），因而对于工资变化的探讨是把握转折点内涵的关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不拟对生存工资是否固定不变这一话题展开讨论，而是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出现时的工资上升原因的分析上。

刘易斯模型将经济中的部门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的“生存”部门，另一类是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前者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工资由收入分享准则决定。而后者则以市场规则分配工资，可以在既定的低工资水平下吸收前者的剩余劳动力资源，以实现本部门的扩张与发展。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农业向工业输送劳动力并同时输送多余食物的过程。虽然农业与非农业之间还存在着其他重要的联系，但劳动力与食物的流动仍然是发展过程中的两个基本方面（德布拉吉•瑞，2002）。农业向非农的劳动力转移会最终影响到农业部门的产量，进而影响农业剩余向非农的转移，并由此而改变两部门间的贸易条件，从而对两部门的工资性收入都产生较大的影响。

    借助图1，我们可以对劳动力及相应的农业剩余随发展过程的转移做一个简单的描述。图中的三幅小图中，横轴的宽度代表经济中的劳动力总量，从左向右看表示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数量，而从右往左看则表示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数量。自下而上三幅图分别表示农业的生产函数、平均农业剩余随劳动力转移的变化情况和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与供给函数。从图1（a）可以看出，在劳动力绝对剩余（即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阶段，随劳动力的转出，农业的总产出不会下降。只要农业中的平均分享工资不上升（仍为工资线的斜率A0），农业中的总工资支付就会随着劳动力的转移而下降，农业的剩余就会出现，可以用生产函数线与工资线的垂直距离表示。而将这个剩余除以总的转移劳动力数量，便可得出转移劳动力的人均农业剩余。不难发现，在剩余劳动力阶段，平均农业剩余不变并恒等于A0（如图1（b）），即“好像每个工人都背着自己的食物包离开农村”（德布拉吉•瑞，2002）。因此，为了吸引劳动力转移，并补偿转移出的劳动力购买自己食物的支出，工业部门必须向其支付一个较低但却高于A0的生存工资W0（如图1（c））。在剩余劳动力阶段，由于平均农业剩余不变，工业的最低补偿工资也不变，即此时的劳动供给是完全弹性的，工业部门的扩张不会提高工业的工资率。
而随着劳动力转移的继续，当跨过劳动力绝对剩余阶段时，农业的总产出开始下降，而留在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依然消费同样的人均水平（如图1（c））。此时，农业能为转移出的劳动力所提供的剩余开始减少，平均农业剩余也随之减少（如图1（b）），食品的价格开始上涨，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之间的贸易条件开始不利于工业。贸易条件的恶化、食品价格的上涨会带来两个方面的改变：一是对于已转移出的劳动力而言，由于生存的需要，要使其购买所需的消费食品，工业部门必须支付更高的补偿工资
；二是对于尚未转移的劳动力而言，由于农村的平均消费量不变，价格的上升必然导致其农业分享收入的提高，因而要将这一部分劳动力吸引出来工业部门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即进入第一个转折点的阶段（如图1（a））。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刘易斯转折点出现时工业部门的工资上涨应该是与农业部门分享收入的提高同步发生的。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影响农业的产出水平，进而引起食品价格的上涨，改变工农之间的贸易条件，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工资上升之间形成了一种联动的机制，“工业部门的工资上升是农业部门制度工资上升的结果，农业部门制度工资的上升是劳动力转移的结果”（宋世方，2009）。虽然现实中由于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存在，很难观察到因劳动力转移所引起的农业产量减少，进而难以观察到完整的转折点意义上的工资上升机理，但刘易斯所要表达的思想却是一贯的，即考察转折点出现时工资的变化时，“必须分清外生变化和内生变化”，“模型仅仅与工资的内部变化有关，它们直接起源于非资本主义部门劳动力的转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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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

资料来源：转引自德布拉吉•瑞《发展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2页，图形略有改动。
3． 迁移成本变化导致的工资上升是刘易斯转折点意义上的工资上升吗？

从前面部分的分析可以总结出以工资视角考察刘易斯转折点时必须把握一个关键点：具有“刘易斯转折点”意义的工资上升必须是由劳动力本身的供求变化引起的，或者是劳动力供应的减少，或者是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或者是二者同时发生。只有由此触发的工资上涨才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这个关键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1）工资的变化必须是劳动力市场供求作用的结果，而与劳动供求变化没有直接关系的其它外在因素导致的工资上涨（如城市低保标准和最低工资水平上升等）不应视为具有刘易斯转折点意义的工资上升；（2）工资的变化必须是与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变化有关，任何与劳动力转移无关的因素导致的工资上涨，也都不能作为判断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标志。只有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工资上升，才是刘易斯转折点意义上的工资上升。

    从第一个条件来看，工资的上升可能是需求增加引起，也可能是供给减少所致，亦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考虑到第二个条件时，我们不禁要问：是否上述三种情况的工资上升均与劳动力转移有关，或者是否存在与劳动力转移并无直接关系的工资上涨情况？我们可以借助图形的方法更加清楚地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图2分别从劳动力需求变化（如图2（a））与供给变化（如图2（b））的角度平行地画出了工资上升幅度相同、但上升原因不同的两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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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工资上升的不同原因图解

从劳动力需求的角度来看，在图2（a）中，A0表示农业的分享工资，也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所需获得的最基本的对等补偿工资，如果非农部分的工资低于此水平，从经济意义上说，城市就业岗位不会对农业劳动力构成最基本的“拉力”。但是，由于从农村到城市参与非农就业不可避免地涉及迁移成本，如比乡村更高的居住成本、交通成本、子女教育成本等等，要想得到不低于与原来农村居住和就业时相比的同等“净收益”，所有这些成本都必须以非农部门更高的工资水平来补偿。由此，城市就业吸引农村劳动力的最低工资就应该在补偿了这部分迁移成本的W0水平上，此工资水平代表了在劳动力剩余阶段工业部门的生存工资。而（W0—A0）则表示为吸引劳动力从农业转出，工业部门必须支付的高出其农业分享收入的部分。在此均衡状态下有L0数量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了工业部门。如果工业部门不断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从曲线D1外推到D2，此时该需求曲线与劳动力供应曲线的交点形成的均衡工资水平和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则分别为W1和L1。由于此时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已经超出了剩余劳动力的保有量（在图a中处于L0和L1之间的Ls点），增加的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将迫使工资水平上升，在图a中升至W1水平。很显然，此时的工资上升是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已经到来的反映。由此不难发现，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必然导致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增加，且一旦工资出现上涨，那么必定跨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由劳动力需求上升引起的工资上涨必然是与劳动力的转移相关的，从劳动力需求视角观察到的工资上升必然是刘易斯转折点意义上的工资上升。

而图2（b）则反映了工资发生同样变化，但引发原因却完全不同的第二种情形。此时我们需要着重考察劳动力的供给变化。很多外生因素的变化都可能改变劳动力的供给条件，比如生育率、出生率等人口转变因素便有可能通过改变剩余劳动力资源的数量，而缩短或延长劳动供给曲线水平部分的长度，进而加速或推迟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刘易斯，1989）。同时，本文重点考察的迁移成本因素也可能因为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进而改变劳动力的供给条件，改变劳动供给曲线的形状，从而影响到对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图2（b）中反应的就是这种情况。因此，有必要对迁移成本的内涵做一探讨，也有必要重新考量下由此而引发的劳动供给曲线变动与刘易斯转折点出现之间的关系。      

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换对象是具有生命力、主动性的劳动力，他们不同于普通的商品被人带到市场，而是自己自由进入市场；他们选择供给劳动与否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便是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梁晓滨，1992）。图3较为系统的勾划了劳动力从农业流入工业的迁移决策过程。一般情况下，只有当工资足够补偿迁移成本时，劳动力才会选择提供劳动。这种迁移成本除了包含劳动力在农业部门所分享的收入以外，至少还应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因为城市生活消费水平高于农村消费水平所引起的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等生活费用的提高；二是，转移后因适应生活环境变化和个人身份认可度要求而产生的心理费用；三是，因农业政策变化而引起的农业税收及地租成本费用的改变，若这一部分费用减少则实际上意味着农业生产收益的反向增加。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四种类型的迁移成本之中，除了农业的分享工资（A0）与劳动力转移存在一定的关联之外，其余三种成本（W0—A0）的变化与劳动力的转移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因为我们很难把诸如农业政策的变化，城市的物价水平的上升，城市住房、医疗、教育等价格的上涨，以及农民工心理成本的变化等因素归结为劳动力由农村转入城市所致。这些迁移成本的变化是由于外部经济条件的变化导致的，即使劳动力一个也不转移，它们也会变化，所以很难说其是劳动力转移的结果，也就自然不应包含在刘易斯模型中的内生性因素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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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劳动力从农村（农业）流入城市（工业）迁移决策过程
 资料来源：参考梁晓滨《美国劳动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4页，图形有所改动。 
迁移成本的增加直接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反映在图形上便是劳动供给曲线纵轴截距的上升。在图2（b）中，农业的分享工资水平仍然是A0，但此时劳动力的迁移成本却比图2（a）中的水平要上升了，比如城市的居住成本和医疗、交通、子女教育的费用成本上涨，使得从农村到城市参与非农就业的迁移成本高出了原来a图中的水平，达到图b中的W0'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虽然图b中W0'的工资水平等同于图a中W1的工资水平，但它的含义却仍与图a中的W0工资水平是相同的，即补偿基本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迁移成本，使之得到不低于与原来农村居住和就业时相比的同等“净收益”。在此种情况下，迁移成本增加等“阻力”因素的存在使得均衡的劳动力转移数量反而减小至L0'，小于原来的L0水平。且做进一步的观察可以发现，配合以劳动需求的增加，实线与虚线需求曲线的横坐标并没有变化，转移劳动力的数量仍可以保持在L0的水平，但此时的工资却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W0提高到了W0'的水平。这就意味着，在迁移成本增加、劳动供给曲线截距上升的时候，即使一个劳动力都不转移，工资也会上升。而很显然，此时的工资上升发生在剩余劳动力依然存在的阶段（图b中劳动力转移的数量仍在剩余劳动力的保有量Ls点的左端），它并不必然代表经济已经跨过刘易斯转折点。

    综合上述，工资上升既可以是劳动力需求曲线的移动造成的，即由于劳动力转移引起的；也可能是由于劳动力供给曲线的移动造成的，即截距的上升、迁移成本增加造成了补偿工资上涨。但迁移成本的增加，可能与劳动力转移有关，也可能与劳动力转移关联不大。只有劳动力转移引起的工资上升才是刘易斯模型中的内生性变化，才是刘易斯转折点意义上的工资上升。因此，在以工资变化判断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出现时，如果只考虑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往往会得出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出现的结论；但若考虑到劳动力供给条件的改变，区分其与劳动力转移间的关联程度时，便会发现这一结论并不一定正确，外生性的迁移成本增加导致的工资上升并不是刘易斯转折点意义的工资上升。
4． 迁移成本视角下中国刘易斯转折点问题的再讨论

“民工荒”、“加薪潮”是我国民工工资上涨的事实证据，且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农民工供不应求不仅发生在东部沿海地区，甚至已经蔓延到了中西部地区，全国范围内的民工工资上涨趋势已经明显（见表1）。这种民工工资上涨是普遍性的，除了与全国范围内的民工旺盛需求及我国整体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关之外（蔡昉，2010；蔡昉，2007；王德文，2009；都阳，2009），必然还与另一些影响农民工迁移的全国性因素——如农业收入的增长、城市物价与生活成本的攀升及农民工心理补偿预期提高等——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的工资上升与刘易斯转折点之间的关系呢？显然，将工资上涨完全归因于劳动力需求的增长进而得出“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出现”的结论是有偏的，因为前文的论述已经告诉我们尽管劳动力需求增长导致的工资上升必然伴随着经济跨过刘易斯转折点，但工资的上升却并不一定仅仅是劳动力需求增加所致，它也可能是劳动力供给条件变化的产物。而一旦考虑到劳动力供给条件的变化，考虑到非转移因素导致的迁移成本变化的影响，那么即使在劳动力一个都不转移的情况下，工资依然会上升，但这种上升并不代表剩余劳动力已经“耗尽”，也不能作为判断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标志。因此，如果仅停留在现实中所观察到的“工资上升”这一表象，而不对工资上升的原因进行区分，不分清其中的劳动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的分别作用，就不可能正确地得出关于我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出现的判断。而实际上，考虑到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虽然需求方面的因素不能排除，但迁移成本增加、劳动力供给条件变化方面的证据也确实已经存在。
表1：农民工在不同地区的月均收入水平及增幅      
	 
	2009年（元）
	2008年（元）
	增减（元）
	增幅（%）

	全国
	1417
	1340
	77
	5.7

	东部地区
	1422
	1352
	70
	5.2

	中部地区
	1350
	1275
	75
	5.9

	西部地区
	1378
	1273
	105
	8.3


资料来源：《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
    虽然刘易斯曾指出，劳动力由传统农业部门转入现代工业部门的补偿工资差额（图2中（W0—A0）的部分）通常在30%左右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城乡生活水平的改善，这个30%的标准显然已与现实差距甚大。与80年代相比，我国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迁移成本不再可以被忽略（白南生，2009），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迁移成本的内涵正在不断进行动态的变化。这种突出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见表2）：一是农业收入的提高，劳动力转出的机会成本增加；二是城市生活费用提高，劳动力转入后的生存成本增加；三是农民工群体结构的变化，导致心理成本与工资预期的改变。
表2：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迁移成本

	 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迁移成本

	· 与劳动力转移相关

· 农业分享收入

    • 自我消费的粮食

    • 出售他人消费的粮食


	· 与劳动力转移无关

· 租金与土地流转收入

· 税收减少

· 转移支付收入

· 城市生活成本提高

    • 物价水平攀升

    • 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等

· 城市社会保障缺失

· 心理成本与工资预期

   • 新生代农民工VS老一辈农民工


从劳动力迁出农村的角度来看，近年来在国家一系列支农与惠农举措以及社保新政的刺激下，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农村福利条件极大改善。以2009年为例（见表3），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现金收入达到人均2733元，同比增长8.1%。分类别来看，除家庭经营收入增长以外，农村本地务工收入人均增长8.6%，而外出进城务工收入则仅增长7.7%；同时，受农村土地流转速度加快的影响，农村居民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收入、土地征用补偿收入及租金收入均有所增加，人均财产性现金收入增长9.9%，略高于城镇的9.1%
；此外，由粮食直补等“四项补贴”构成的惠农政策力度加大之后，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也大幅增加，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2%，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巩固发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逐步扩大等，推动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现金收入增长31.4%，远远高于城镇居民16%的增长速度。因此，与外出务工工资收入增长缓慢及城镇社保参保门槛居高不下相比，农业收入的快速增长和农村居民社保预期的不断提高客观上抬高了农民离乡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
表3：2009年上半年农村居民现金收入情况
	
	金额(元/人)
	同比增加(元/人)
	同比增长(%)
	对现金收入增长贡献率(%)

	现金收入
	2733
	205
	8.1
	100

	1、工资性收入
	954
	74
	8.4
	36.2

	2、家庭经营收入
	1512
	79
	5.5
	38.4

	3、财产性收入
	78
	7
	9.9
	3.4

	4、转移性收入
	189
	45
	31.4
	22.0


    资料来源：《关于上半年农村居民现金收入的说明》，国家统计局网站。
    而从劳动力迁入城市的角度来看，近年来城市主要消费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相关数据显示
，2009年在全国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占到外出务工民工总数的63.3%，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1417元，较上一年增长5.7%。与近年来城市地区食品、住房等价格的增长幅度相比，农民工的

实际收入增加很少，甚至没有增加反而在下降
。同时，受户籍因素等的限制，农民工几乎被排斥在城市社保之外（见图4），而无法享受城市居民所拥有的住房、教育、医疗等隐性的福利。多数农民工居住在简陋的宿舍，居住面积狭小，生活环境差，且需缴纳高昂的房租费用
、子女学习费用和各种借读费用
。城市物价、房租的不断上涨，生存成本的迅速提高，扣除基本生活开支后，农民工的“打工红利”已经很低。农民工当前的收入水平还无力承担城镇住房交通、子女教育和其他消费支出，更谈不上在城市定居。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之下，农民工返回家乡或留在较近的城市将是较为理想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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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农民工在不同地区参加社会保障的比例（单位：%）

                         资料来源：《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随着我国整体人口结构的转变，农民工内部的更新换代已经悄然出现。目前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年龄在16—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人数已达到8900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1.6%。同时若将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的总数约为1亿，已经占到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将近一半
。日渐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无论是在人力资本投资、受教育程度、成长经历等方面都与老一代农民工群体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差异。这种人力资本禀赋的变化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工资起点天生就要高于其父辈。相对于其父辈，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曲线将整体向左移动（郑秉文，2010）。此外，在价值观念与生活态度方面新老两代农民工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重视劳动关系、工作环境，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需求层次逐渐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渴望获得城市的认同，对城市的要求和期望更高。因此，要想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水平达到与其父辈相同的程度，就必须支付高于其父辈的工资水平。

由此可见，转出农村和转入城市两方面的证据都表明农村劳动力供给的条件正在发生较大的变化。农业收入的增加、农村社保预期的提高、城市生存成本的上升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等一系列非转移因素的变化正在不断地抬高劳动力转移的迁移成本，进而推动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向上移动，推动民工工资的上涨。但这种由于迁移成本增加、劳动供给条件改变、劳动供给曲线向上移动所导致的工资上升属于“生存成本通涨型”工资上涨。这种上涨更多地是由外部经济条件的变化、而非劳动力转移本身引起。换句话说，这种“生存成本通涨型”的工资上涨即使是在剩余劳动力一个都不转移的情况下也仍然会发生，因为我们很难把诸如房价飞涨、教育医疗价格飙升这样的城市生活成本上涨归咎于是农民工进城所导致。相反，在仍然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的情况下，即使只有一个劳动力要转移出来，也必须要面对外在的、已经上涨的迁移成本。因此此种工资上涨，反映的更多的是迁移成本上升提高了补偿工资要求，并不必然反映剩余劳动力已消失殆尽。而如果农民工工资不上升或者上升的幅度不能弥补这种迁移成本的增加，那么即使在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出现“民工荒”也在所难免。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合上述，本文认为以工资视角认识刘易斯转折点问题时，必须分清引起工资变化的原因。只有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决定且与劳动力转移相关的工资上升才是刘易斯转折点意义上的工资上升。

    同时，本文通过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劳动力需求上升引起的工资上涨应该、也必然是与劳动力的转移相关的，而由与劳动力迁移本身无关的外在因素引起的工资上涨则不应视为具有“刘易斯转折点”意义的工资上涨，也不必然能成为判断转折点出现的标志。由迁移成本增加、劳动供给条件改变、劳动供给曲线向上移动所导致的工资上升属于“生存成本通涨型”工资上涨，这种类型的上涨更多地是由外部经济条件的变化、而非劳动力转移本身引起，即使是在剩余劳动力一个都不转移的情况下也仍然会发生，所以很难说它与刘易斯转折点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

本文的分析和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在理论上，虽然有大量的文献涉及工资上涨与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但较少有研究透过“工资上升”和“转折点到来”的表面联系，对刘易斯转折点根本理论中的“工资上升”的成因和涵义进行剖析，因而难以正确区分“刘易斯转折点”理论框架中的“迁移成本上升”与实质性“工资上升”这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在现实应用中，也就会把不是劳动力转移引起的刚性的生存成本上升部分（也需要提高工资以补偿）归结为是剩余劳动力减少的结果。从现实意义看，在现阶段，虽然不能排除经济的发展导致的劳动力需求增加对我国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同时应当看到，由非转移因素引起的迁移成本变化，也正在逐渐改变劳动力的供给条件。这种改变引起的工资上涨可能与转折点是否出现、剩余劳动力是否转移完毕关联不大。且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农民工群体内部更新换代的出现，迁移成本的内涵将不断丰富，因非转移因素引起的工资上涨诉求将会变得更加强烈，迁移成本在补偿工资要求中的份额也会越来越大。因此，以工资视角看待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问题时，若不能将这些引起迁移成本变化而与劳动力转移无关的因素分离，那么得出的结论必定是有偏的。虽然从技术上说，要严格进行这种分离无疑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但从理论分析框架上对此有一个清楚、正确的剖析和认识，无疑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步。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前我国出现的“民工荒”、农民工工资上涨，并不能直接作为判断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标志，在未能区分是外生的迁移成本增加还是内生的供需变动所导致的工资上涨之前，并不适合直接认定工资上涨即代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即使按照目前最小的估算数据，我国可供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仍有4300万
。今后若干年劳动力的转移仍将是一项持久而重要的工作（钟甫宁，2010）。而如果迁移成本的增加不能正确的反映在工资的上涨之内，那么它势必将影响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成为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因此，进一步加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设，深化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教育获得及其他公共服务制度，抑制城市的高房价，重视并积极适应农民工群体内部结构性的变化，以降低农民工迁移的成本；帮助仍留在农村的劳动力提高其实际转移能力，统筹城乡发展，将是政府工作需要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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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劳资纠纷事件和民工“加薪潮”的报道，参见《中国经济导报》2010年6月15日载袁开智《“用工荒”“加薪潮”：祸兮福兮？》


� 所引数据参见胡英等（2010）《“十二五”时期人口变化及未来人口发展趋势预测》，载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力问题报告No.11——后危机时期的劳动力市场挑战》。


� 刘易斯认为，一些外生性因素的存在，尤其是人口因素，将使得一定时期内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可能会随即上升，也可能推迟一段时间后再上升。详见刘易斯（1989）著《二元经济论》第114页。


� 参见刘易斯（1989）著《二元经济论》第112页。 


� 考虑到劳资合同等刚性因素的存在，短期内对于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工资可能不会立即调整。但随着合约的到期，以及新转入劳动力的工资上升，工业部门要雇佣这部分劳动力则必须同样的提高工资。


� 参见刘易斯（1989）《二元经济论》第112页。


� 参见刘易斯（1989）著《二元经济论》第10页。


� 城镇居民收入数据转引自国家统计局网站2009年8月7日《关于上半年城镇居民收入的说明》，下同。


� 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 据中山大学刘林平教授主持的调查显示，与2008年相比，2009年珠三角地区外来工平均月工资为1677.8元，增长了70多元，但月平均开支却增加了83.92元，实际收入相对下降。详见马汉青《金融危机下珠三角农民工整体“生存状况”未明显恶化：过半农民工月薪增70元》。


�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提供的数据，有42.1%的农民工雇主或单位不为农民工提供住宿也不发放住房补贴，农民工每人月均居住支出为245元，占其月均收入的17.3%。


� 根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06年10月发布的《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报告》，农民工子女在城里读书一学年，学费平均支出2450元，占这些家庭总收入的19.78%。同时，在5065名有子女随行就学的农民工中，有2493名农民工缴纳了借读费、赞助费，每人平均缴纳费用为1226元。


� 参见中国广播网2010年12月9日《宁波物价飞涨，部分农民工提前返乡》。


� 数据参见《工人日报》2010年6月21日《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


� 考虑到年龄、性别等结构性因素，蔡昉等（2008）估计2005年可供转移的农业劳动力约为4357万人。


详见蔡昉等（2008）《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估计及其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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